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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以降，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经学，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始终起着辐射式的显著影响。

这种影响既有积极与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和惰性的一面; 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内涵上的; 不仅是表

现在某些具体方面，而且是整体性、综合性的。经学的影响往往通过思维方式发生作用，因而也深深潜

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批判地继承古代学术文化，必然需要学术范式的转变与思想观念上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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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从经典中寻求圣人之道的学问，是

汉代以降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也是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迥异于西方的核心要素。
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不能不首先考察经学

在其间所发生的具体作用与影响，兹初步论析

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经学对古代学术文化的辐射式影响

《庄子·天下篇》综论先秦学术，曾把未分
化之前的学术称为“道术”，而把分化以后的不
同流派的学术思想称作“方术”，认为方术为道
术分裂而成。①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的确具有
庄子所讲的这种不断分化演变的特点。然而，
汉代以降，无论学术文化如何发展变化，作为意

识形态主流的经学对学术文化始终发生着辐射

式的影响。

先说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中国哲学起源甚
早，《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孟子》等古
代典籍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内容，包括本体论、
天人观、人性论、鬼神观等等。尤其是汉代以
后，古代经学发展史与哲学发展史在很多地方

是交叉重合的，经学家常常也是哲学家，如董仲

舒、朱熹、王夫之、魏源等无不如此。从文化形
态上看，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既是哲学，又与经

学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魏晋玄学直接继承了汉
代经学的解经形式与某些思想特质，既有发展

又有联系。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说，肯定了三
纲五常之“名教”的内容，不过是否定了“以名
为教”的外在形式。嵇康《释私论》所谓“越名
教而任自然”②，也以对名位、德名的无所“矜
尚”为前提，以“是非无措”、“大道无违”为目
的，所谓的“大道”实际上就是儒家伦理道德。



可见，魏晋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论，最终也没

有从根本上否定礼教为特征的专制制度及其意

识形态，这与经学的基本观念并无本质上的区

别。宋代的理学又称道学，讲心性理气，其基本
范畴都源于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中庸》
《孟子》诸书，为理学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另
外，“心学”的确立也同样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而增加其权威性的。
经学直接影响了古代的法学，不论是法律

思想、法律制度还是法律实践，都打上了显著的
经学烙印。《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
《天人三策》中将天人感应思想引入法学，主张
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谓“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
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
刑主杀而德主生”①。董仲舒以《春秋》断狱，对
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经典本身尤
其是“三礼”、《春秋》和《孝经》，都具有至高无
上的法律效力。一方面，经学作为两汉时代的
主要学说，成为指导法制实践的原则，引经决

狱、原心定罪、以经注律就成为这一原则的具体
运用; 另一方面，在立法活动中，以礼入法，纳礼

进律，礼法结合，对当时的法制建设起着支配性

的作用，使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不断法典化。
另外，经注的方式对于律令的注解也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思想内涵

上看，可以说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传统史学著作

都与经学尤其是“《春秋》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董仲舒之言，说孔
子处于乱世，不满于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志向

不能推行，便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述，表明

自己的是非观念，“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
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② 而司马迁
写《史记》，就是要上继《春秋》，为汉家树立一
个辨别是非、善恶、贤与不肖的标准，提供一面
分辨治乱得失的镜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
中称赞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

之徒不能赞一辞”③，这种“春秋笔法”直接影响
到史学中义例之学的创立，如朱熹的《通鉴纲
目》，整个凡例共分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
元、尊立、崩葬等十九门，门下有目，目中有类，
凡一百三十七条“大经大法”，全是一字定褒贬
的所谓“春秋笔法”。这种“先立一例，而各以
事从之，褒贬自见”④的义例之学，正是史学在
形式上经学化的结果。
古文经学训诂、校雠、考据、辨伪等学术方

式，促成了古代语言文字学的建立。汉代的古
文经学家特别强调名物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

性，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和第一部词典
《尔雅》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许慎
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谈到，许慎作
《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文字训诂阐
发“五经之道”。汉代以后，历代学者都重视并
致力于经籍的注解，对经籍中难懂的字句从语

义、语音以至文字写法等方面加以解释和说明，
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文字研究资料，成为小学得

以建立的基础。
文学的发展也颇受经学的影响。汉武帝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通过各地的学校教
育，尤其通过以经取士的途径灌输于士人的脑

海中，致使文学创作者大都深受经学之濡染与

影响。经学极为重视人的社会属性，相应的，在
文学领域中则强调文学须反映人的社会生活，

重视社会功用，教化至上便成了被广泛接受的

文学观念。汉儒解《诗》极大地凸显诗的社会
功能、政治作用，实际上是要求诗歌运用赋比兴
的方式对治乱得失进行美刺褒贬，要求诗歌有

益于政教。这种认识及做法对后世诗论、诗歌
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经学中的崇圣、
宗经观念始终影响着读书人，让他们以为世愈

古而治愈盛，因此古代文学中的尚古崇道几乎

是不可避免的，唐、宋均出现了提倡秦汉古文的
文学运动。古代的诸多文体也可溯源于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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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里论之颇详。
上述种种都是经学传统对学术文化发生重

大影响的重要表征。需要指出的是，经学传统
之于古代学术文化的辐射式影响不仅是形式上

的，而且是内涵上的; 不但表现在某些具体方面

的，而且是整体性、综合性的。这种影响往往通
过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作用，因而常常是内在

的，甚至是较为隐蔽的。

二、经学在古代学术文化中的积极作用

经学在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

起到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十分注重训诂、崇尚

实证，有助于形成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汉
书·景十三王传》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 “务得事实，每求真是
也。”①如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面对有关上古
历史的不同说法，力求通过比勘抉择找到一种

有传世文献作依据的、有古老传说或历史遗迹
可验证的比较可信的历史。他写《五帝本纪》
时，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
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

难言之”，故多以《尚书》《国语》《左传》《世本》
等，并从中“择其言尤雅者”编次成文②。本来
司马迁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 《五帝本纪》) 、
伏羲氏( 《太史公自序》) 、无怀氏和泰帝( 《封
禅书》) ，但他还是以黄帝为起始断限，对黄帝
以前的史事一概不记，于帝王舍弃伏羲、神农、
燧人氏、有巢氏等，于名人舍弃许由、务光、列御
寇等，不盲从，不附会。清人王鸣盛说: “经以
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

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
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
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 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

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要之，二者虽有

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③

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疑经、辨伪逐渐发展
起来，其中不少考辨方式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

意义。寻求“义例”或“类例”以进行归类的方
法，是清代乾嘉学者运用得最普遍的方法，凌廷

堪治《礼》就颇有代表性，戴震的《孟子字义疏
证》则是自觉地运用形式逻辑的公理演绎方法
写成的。胡适称“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
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汉学家的长
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因为有假设的
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

汉学家的训诂学有科学的价值”。④ 梁启超总
结清代考据学者的研究方法与特色后，列为十

条，其中“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
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为不德、“辩诘以
本问题为范围”等，⑤至今仍对学术研究有着重
要的影响。梁启超还说: “自清代考证学二百
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

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
根本要素。”⑥

经学所表现出的“经世致用”精神，成古代
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不论是汉代的
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也无论是宋学、汉学，都是
通过诠释经典表达各自的学术见解及政治观

点。经学可直接运用于解决作者所面临的社会
问题，也为后人的实践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参

考。不管实践中效果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
通经致用是一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在汉代，经
学的影响涉及官制、礼制、经济、法律、教育等各
个方面，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
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
一经之益也”⑦。北宋王安石变法有极为深刻
的社会经济根源，但从理论形式上看，仍以传统

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基本上是依傍六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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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出立论的依据。南宋之时以陈亮为代表的
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崇尚事

功，都与其通经致用的思想观念有内在的联系。
晚清洋务派领军人物曾国藩一生推崇宋学，不

废汉学，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他将汉学家的实事

求是与宋学家的即物穷理作统一的理解。他在
《书〈学案小识〉后》里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
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
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 是者非理乎? 实事求是，

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①曾国藩从理
论上沟通了古人“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
大观念，继承了刘德，发展了朱熹，有自己独到

的理论见解，颇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致用意义。
古代的“革命”理论也与经学思维有着正

面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某种
意义上讲也是王朝更替、不断“革命”的历史。
“革命”之论，本是经典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周
易·序卦传》在说明诸卦间的关系时说: “困乎
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
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
《鼎》。”②汉代经学中更出现了素王革命、素王
改制之说，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龚自
珍说短命王朝的共同特点是固执祖宗旧制而不

更不革，只有不断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王朝的
寿命才可以延长。他提出自我更新的最佳方案
是“豫师来姓”，实行“自改革”，效法未来王朝
的政治模式、革新政治以消除本朝的弊端; 他劝
告当权者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
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 抑思我

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 前代所以兴，又

非革前代之败耶?”③

经学中常包含着崇古与开新的统一，对古

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否认的正面影响。
与西方人相比，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人对于

传统、对于历史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与热情，有着
比西方人远为浓重的传统意识，在解决崇古与

创新关系的问题上，多采用“述而不作”的方

式，这种方式的本质是“以述为作”、“述中有
作”，也可以称之为“旧瓶装新酒”。“六经注
我”的思想方法论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出于陆
九渊，实际上这一方法在经学史上早已被长期

运用。以今天人们的理论语汇来说，“六经注
我”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而是强调
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

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

创造性。

三、经学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

我们也应当看到，经学带有保守、封闭的消
极特质，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学思维方式的

惰性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对古代学术文化的发

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在经学文化的影响下，无论什么学科，“引

经据典”都成为一种重要的论证方式，经典语
句被当作论据使用。如魏晋南北朝盛行骈体
文，当时一篇文章用典的多少竟成为评价其水

平的重要标准，梁武帝就曾与沈约比赛有关

“粟”的典故谁知道的更多。引经据典的思维
前提，就是认为经典上所说的都是正确的，从立

论上说就是以经典的是非为标准，以圣贤的言

行为准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引经据典的最
大缺陷就是缺乏论证，缺少具体的来自实际的

例证，缺少有说服力的来自事实的资料。只有
圣人及经典的论断，如许多人常常引用的《诗
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不必证是，也不必证否，缺

少基于事实的价值判断与是非判断。正确的理
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

和发挥。引经据典强化了中国人崇拜经典、崇
拜圣人的情结，容易使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
受经学的影响，不少人以模拟圣人作经的

形式来进行著述。两汉之际的扬雄好古而乐
道，《汉书·扬雄传》说他“意欲求文章成名于
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 传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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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论语》，故作《法言》”。① 扬雄曾谈到他著
述的性质，《法言·问神》篇云:“或曰:‘述而不
作，《玄》何以作?’曰: ‘其事则述，其书则
作。’”②当时“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
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③

其后，隋代王通聚徒讲学，亦拟《论语》而作《中
说》。这种摹拟中当然有某些新变，但是就其
思想内核而言，依然维持着以传统为权威的崇

古和复古思维倾向的学术特质。
经学语境下的许多士人会自觉地遵从权力

的要求，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政策法令等进行解
释和辩护; 他们对待学术文化的态度往往是实

用主义的，即无条件、无是非地维护专制王权，
缘饰以儒术。历史上那些具有独创精神的人的
“六经注我”虽说突显了其主体性，但是从思想
创新的角度说，这种作用的发挥是有限的，无论

他们在解经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己主观的想象

及表达个人的见解，他们都很难跳出经学本身

所固有的思维架构，因为他们所用的概念、术语
等具有很强的限定性，他们无法从中逃逸而建

立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如果要彻底冲破思想
的束缚，就需要放弃这种形式。“六经注我”是
中国古代思想家进行理论创造的一种不得已的

策略手段，包含深刻的奴性内蕴、懦弱心理，解
释过程的随意性也会使学术本身缺乏可信度，

它对理论创新幅度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这类

似于古代妇女缠足式的行走，虽然也能前行，但

跨度不大。
受经学支配的古代学术文化，不重视自然

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经生、士大夫的治学绝
大多数都以宗经法古为旨趣，因此对于具有科

学创新精神的知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否

定的态度。例如，朱载堉总结了我国千百年来
在音律研究上的得失，并运用精确严密的计算

方法解决了历来未能完善处理的旋宫转调问

题，研究出“十二平均律”。然而，这一重大成
果却被乾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斥为臆说。

乾嘉之时，不少汉学家对自然科学知识不乏精

深的研究，但他们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

经，如段玉裁认为自己的学问仅仅是读经的入

门功夫罢了，为此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喜言训
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

晚”。④ 不少学者满足于一套既成的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方法，不再研究新

情况、新问题，也不依靠科学性、真理性、逻辑性
去反驳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术文化

发展丧失了活力。
另外，自然科学中的“拟经化”也制约了学

术上的创新与突破。如对《内经》理论进行专
题发挥者，在两汉时有张仲景和华佗，晋时有皇

甫谧。其后各代的医学家对《内经》一书则多
以校订注疏、分类整理为主，如齐梁间的全元
起、隋代的杨上善、唐朝的王冰、北宋的林亿、明
清时期的马莳、张景岳、张志聪、李中梓、汪昂
等，这恰与经学家们对待儒家经典“述而不作”
的情形相似。这种治学风气使得《内经》、《伤
寒论》等中医学体系创立之时的著作被尊为金
科玉律，医学家们很难以进取创新的勇敢精神、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方法论或整体框架上予

以超越与改变。

结 语

经学尊重传统经典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

古代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确有其积极意义与正

面作用。同时，经学思维方式也使得古代学术
文化每每与专制政治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搅混在

一起，甚至使之变为某种附庸与工具。随着帝
制时代的终结，经学时代也随之结束，也意谓着

以经学为指导思想的古代学术文化的结束。然
而，经学思维的负面影响作为一种被动的力量

和惰性的心理，深深地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意识

之中，甚至影响着当下学术文化的品格及走向，

我们似乎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知与必要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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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可以说，清除经学的消极影响，走出经学思
维方式的樊篱，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一场思想上、学术文化

上的革命。批判地继承与发展古代学术文化，
必然要求我们学术范式的转变与思想观念上的

更新。

Ｒ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Culture

BIAN Jia － zhen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From Han Dynasty，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was mainstream of ideology had a continuous and
radial type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culture． This influence had two aspects which included positive as-
pect and negative aspect． These two kinds of influence not only reflected on the form，but also had effect
on the connotation of academic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lassics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en-
tire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and also had effect on some concrete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af-
fecting the mode of thinking，Confucian classics had an influence on the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cul-
ture，so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lassics was rooted in people’s ideological awareness． Critically in-
heriting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culture needed the conversion of academic models and the renewal of i-
deological concepts．
Key words: Confucian classics; academ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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